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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中學校長教學領導、導師正向管教與 

班級經營效能關係之研究 
 

賴協志 

隨著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的推展及相關革新方案的實施，以及新課程綱要

的規劃與執行，身為國民中學校長，應具體展現教學領導之影響力，引導導師

積極涵養正向管教知能及精進教學實力，進而促進學生有效學習及班級經營效

能之提升。本研究旨在探討國民中學校長教學領導、導師正向管教與班級經營

效能之現況與關係，並且運用中介效果模式，分析三者之間的關聯性。為達成

上述目的，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獲得的結論主要包括：國民中學校長教學

領導層面在「確保教學品質」、導師正向管教層面在「正面的班級文化」、班級

經營效能層面在「班級常規實踐」有較佳表現；國民中學校長教學領導、導師

正向管教與班級經營效能三者之間具有密切關聯性，且三者關係模式適配情形

良好；國民中學校長教學領導會透過整體導師正向管教之中介作用，正面影響

班級經營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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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二十餘年來，在追求教育品質與社會正義的努力下，臺灣教育改革政策與

變革措施從未間斷，除了民間教改力量的積極倡議，政府部門亦孜孜研議、回

應，使得種種改革方案不斷推陳出新（甄曉蘭、余穎麒，2016）。為積極推動各

項教育創新措施，激發學校自主創新的動機、協助學校轉型發展，國民中學階

段陸續實施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體系、各領域新課程綱要研修、校園正向

管教、學生學習精進、實驗教育等方案或計畫，用以持續提升班級經營效能及

學校教育品質（林永豐，2017；范熾文、張文權，2017；詹志禹，2017）。十二

年國教課程基於自發、互動、共好的理念，在課程設計上強調素養導向，目標

在培養學生能融會貫通於生活應用的進階能力；近些年來課綱成為社會大眾關

注的焦點，甚至引發激烈爭議，其實有時爭議的焦點應轉至教學，這可能才是

落實課程理念、解決教育問題的關鍵（張芬芬，2019）。新課綱的實施乃是近年

來臺灣教育界的重要議題，而欲達成此項目標，教師的教學觀念、態度與技巧

必須有所改變，而此更有賴於校長教學領導角色功能的發揮，提供教師在教學

上的支持，方能使教師教得更有品質、學生學得更有成效（楊振昇，2018）。校

長教學領導的實踐，能對教師教學歷程進行引導與協助，提供教師正向的支持

情境，積極促進教師教學創新、專業發展及自我成長，進而建立優質的班級文

化及提升班級經營效能（Derrington & Campbell, 2018; Kalman & Arslan, 2016）。 

隨著教育改革之推動，如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及新課程綱要的實施等，以

及面對快速變動的未來和教育現場複雜多變的問題，校長必須是經驗豐富及自

我激勵的教育工作者，且應秉持教學領導的信念，持續支持教師教學與班級經

營歷程，透過有效的校長教學領導行為，以協助教師增長正向管教知能及建立

正向友善的教學環境，進而增進教師教學能力及班級經營效能（姚麗英，2018；
Bogotch, Schoorman, & Reyes-Guerra, 2017; Harron & Hughes, 2018）。學校教育

是希望的工程，校長更是希望工程的領航員，透過校長教學領導力的有效發揮，

將能增進校長本身的教學知能及領導實力，帶領學校提升辦學績效；同時能促

進教師正向管理能力的提高及正向教學氛圍的營造，進而提升教師教學與班級

經營效能，因此，校長教學領導是必須正視的重要課題（林雅萍、田建中，2017；
Boyce & Bowers, 2018; Reid & Koglbauer, 2018）。依此而言，隨著十二年國民基

本教育的推展及相關革新方案的實施，以及新課程綱要的規劃與執行，身為國

民中學校長，應持續增進校長教學領導相關理論和實務經驗，具體發揮及展現

教學影響力，引導教師在教學及班級經營歷程中，能涵養情緒智商及做好情緒

管理，避免不當管教事件之發生，並能帶領教師精進教學知能及提高教學實力，

讓學生在正向友善、溫馨和諧的教學情境中學習與成長，進而促進學生有效學

習及班級經營效能之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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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民中學班級經營之過程，最令班級導師感到困擾的教學情境包含學生

常發生之違規行為、學習意願低落及同儕糾紛；而導師若能提高情緒智商，秉

持教育愛與耐心，建立積極正向的態度及符合人性的觀念，並採取合宜有效的

作為及策略，妥善運用教學技巧與管教知能，以及營造正向班級文化及建立良

好的親師生關係，循著正向經營的軌跡，將可創造教室裡的春天（李玲惠，2008；
盧玉燕、吳相儀、陳學志、林秀玲、張雨霖，2016；Cameron, 2012, 2013）。受

到少子女化的影響，部分家長過份溺愛孩子，甚至不當介入導師的教學與管教

方式，使得孩子在學習及行為上出現更嚴重的問題，也增加班級經營的困難度，

因此，導師在面對林林種種的學生問題時，更應善用正向管教技巧，理性客觀

的解決各項難題，有效提升班級經營效能（郭怡立，2011；廖勇潭，2011；
Boekestein, 2016）。現今國中生的情緒困擾、偏差行為、校園衝突等問題層出不

窮，尤其家庭支持系統較弱的學生問題更為嚴重，需要學校及班級的支持；而

導師本身若能提升正向管教能力及善用正向經營策略，經由成功經驗的累積來

擴展思考廣度，將能促進學生有效學習、行為正向改變及提升班級經營效能（陳

騏龍，2011；羅婉娥、古明峰、曾文志，2013；Hoenle, 2016）。據此而論，國

民中學導師處在當前少子女化、家長關注孩子的學習情形與教師的教學表現之

學校教育情境中，當面對各式各樣的班級經營問題時，應維持平穩情緒及做好

情緒管理，運用合理的管教措施及教學策略，理性且客觀的處理並解決學生學

習與行為問題，透過正向管教理念之落實及導師教學影響力之發揮，持續提升

學生學習成效及增進班級經營效能。 

綜覽國內外有關校長教學領導的實徵研究，部分研究（林明地，2000；Harris, 
Jones, Lee-Cheah, Devadason, & Adams, 2017）發現，校長教學領導的影響包括

改善教學實務、讓教學正常、督促教師教學品質、促進教師專業學習、協助教

師教室秩序管理等。部分研究（李安明、鄭采珮、劉志昀，2011；Kalman et al., 
2016）顯示，一些校長會盡心盡力試圖改善學校及影響教學相關因素，以增加

正向的學生成果，而校長教學領導行為若能增進學生學習氣氛及促進教師專業

成長，將能提高學生學習成就。部分研究（Ramazan & Hanifi, 2018; Shengnan & 
Philip, 2018）發現，校長教學領導行為的展現，將能建立有利教師教學的工作

情境，進而對教師自我效能、教師專業學習及整體教師效能的提升有所幫助。

而部分研究（楊振昇、董映伶、吳孟珊、李逸侜，2018；Ali, 2017）顯示，校

長教學領導者角色之扮演，與教師教學品質的提升關係密切；校長必須積極建

立本身教學領導的正確理念及發揮教學領導的功能，激勵教師持續增進專業知

能與教學實力，並且建立正向學校文化及提高學校效能。由上列研究結果得知，

在學校場域之中，校長若能實踐教學領導理念，並善用教學領導策略與作為，

將能建立利於教與學的環境，以提升教師專業知能、教學實力、自我效能、教

學品質及學生學習成就，並且持續改善教學實務及增進整體教師效能。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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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國民中學校長教學領導、導師正向管教與班級經營效能關聯性的研究則很

少見，是值得探究且具價值性的研究主題。另外，導師正向管教主要在探討班

級導師的情緒管理、管教策略與措施、班級文化與氛圍、支持與輔助系統之表

現等（柯至芸、吳俊憲，2013；曾端真，2011；盧玉燕等，2016；Feuerborn, Tyre, 
& Beaudoin, 2018; Rombot, Sapoetra, & Mirayani, 2015; Shih, Wu, Lai, & Liao, 
2015）；但將其實際運用在國民中學校長教學領導與班級經營效能關係探討的研

究則付之闕如，係屬新興且值得探析之議題。因此，本研究欲建構校長教學領

導、導師正向管教與班級經營效能三者之關聯性，並探究校長教學領導、導師

正向管教是否正向影響班級經營效能，進而驗證校長教學領導是否可經由導師

正向管教的中介效果，對班級經營效能產生正向影響。基於上述討論，本研究

目的主要包括： 

一、探討國民中學校長教學領導、導師正向管教與班級經營效能之現況及 
    其相關分析。 
二、檢視國民中學校長教學領導、導師正向管教與班級經營效能的關聯性。  
三、探析國民中學導師正向管教對「校長教學領導與班級經營效能關係」 
    之中介影響效果。 

 

貳、文獻探討     
一、校長教學領導的內涵 

校長教學領導一直是學校教育研究上的活躍領域之一，其研究成果受到社

會各界關注及重視；但隨著時間之推移，校長教學領導的概念化程度存在明顯

差異（Boyce et al., 2018; Hallinger, Walker, Dao-Thi, Truong, & Nguyen, 2017）。
校長教學領導的理念與策略是能教、能學的，校長必須建構教學領導實踐的知

識基礎，並創造信任支持及友善和諧的校園文化，同時應體認讓學校教育回歸

課程與教學的本質（Harris et al., 2017; Quinn, 2002）。校長應有效扮演教學領導

者的角色，尤其應重視教學影響力之展現、學校發展願景之訂定、營造學習氣

氛、建立支持情境、促進教師專業成長、關注學生有效學習，以及凝聚成員的

向心力（Gupton, 2003; Leaf & Odhiambo, 2017; Sisman, 2016）。 

校長教學領導的積極作為對於課程與教學品質之提升、教師專業發展與成

長、良好教學情境和氛圍的營造、學生有效學習之幫助及貢獻，都占相當大的

比例（Leithwood & Riehl, 2005; Sarikaya & Erdogan, 2016）。校長教學領導的角

色為首席教師，更應負擔學校績效成敗的責任；其內涵主要包含發展教學目標

與任務、確保課程與教學品質、促進教師專業學習與成長、增進學校學習與合

作文化、發展支持的工作環境等具體行為（李安明等，2011；Shengnan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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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校長參與教學領導實踐，可以強化課堂教學和學生學習；而其行為之主

要內涵包含發展學校教學目標、確保學校教學品質、促進教師專業發展與成長、

有效提升學生學習成效、建立信任支持的工作環境等（陳木金、吳堂鐘、吳慧

蘭，2016；Manaseh, 2016）。根據上述專家學者的見解，並且從國民中學校長

本身及其與學校成員、所處教學情境的互動歷程與結果來思量；本研究將校長

教學領導層面分成五個，並分別定義為：（一）發展教學目標：校長在校務經營

過程中能依據教育理念與學校願景，明確發展出具體可行的教學目標，建立正

確的教學信念及態度，並以提升學校教育品質為關鍵重點，同時能依據所發展

的教學目標，採取教學實踐行動，為增進校長的專業認知、教學知能及服務精

神而努力；（二）確保教學品質：校長本身能涵養豐厚的教學實力，適當扮演教

學專家角色，充分發揮教學影響力，且能經由各種學習活動及進修研習，在教

學知能、班級經營知能及輔導管教知能上有所增長，並將所學的專業知識與能

力實際運用於教學工作，用以持續提升教師教學效能與品質；（三）激勵專業發

展：校長對學校各項教學工作能滿懷熱忱且積極投入，並能抱持教育愛及無私

奉獻精神，積極實現個人的教學理想，並且能有效整合各項教學資源及設施，

激勵成員展現學習及教學創新行動，在教學理論及實務面向均有所增長，有效

促進成員的專業發展；（四）營造合作氛圍：校長能以身作則，積極從事個人、

團隊與組織全員學習，並能進行教學觀摩、標竿學習活動及行動研究，透過教

學研討、學習分享及合作互助，有效增進教學新知與能力，同時能強化學習動

能，積極營造有助於成員學習、互動與成長的情境及氛圍；（五）建立支持情境：

校長所從事的各項教與學活動能獲得教育行政機關及學術機構的足夠支持，投

入所需的人力、設施與經費等資源，並且能做好教學資源的管理與運用，全力

支持學校成員及各學習團隊所規劃的教學活動，同時與其建立良好的互動關

係，充分凝聚成員的情感及向心力。 

二、導師正向管教的內涵 

    正向管教一詞係源於正向心理學，強調重視全人發展，並認定正向的意義，

就是生命意義的追尋（郭怡立，2011）。在班級當中，導師善用正向管教措施進

行處理的結果，對課堂管理的有效性、學生的學習態度、自我調適和人際交往

能力有正面幫助（Rombot et al., 2015; Shih et al., 2015）。正向管教強調學生的基

本人權，教師經由專業成長與情緒管理，以積極正向的管教態度導正學生不當

行為，並以正向啟發的方式讓學生理解每件事情發生的前後因果關係，引導學

生修正自己的觀念與行為，透過正向管教的新策略，提升學生正向態度與學習

成果（王雅玲，2018；徐嘉珍，2015）。 

    校園正向管教理念的落實，以及班級導師正向行為的支持，對於學生學習

與行為表現、教學品質、班級經營成效及學校效能之有效提升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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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uerborn et al., 2018; Lustick, 2017）。導師擁有良好的教師信念與效能，以及

對突發情境處理的一致性及預備心態，都有助於正向管教（Duffin, French, & 
Patrick, 2012）。導師正向管教能增進教學品質及維繫師生關係，導師應善用學

生的優勢能力，以正向積極的管教態度，引導學生正向發展，使每一位學生在

學校找到適合其發揮的舞臺（柯至芸等，2013；盧玉燕等，2016）。導師正向管

教是導師在教學情境中，以學生基本人權為前提，發揮同理心，並尊重學生個

體，其核心內涵主要有正向支持氣氛、幫助學生產生歸屬感、合理管教措施、

做好情緒管理、多鼓勵學生、引導學生發現及肯定自己的長處、完善支持系統

等（吳清山、林天祐，2008；林鴻政，2017；曾端真，2011）。依據上述專家學

者的看法，本研究將導師正向管教分成四個面向，包括：（一）穩定的情緒管理：

導師本身能覺察、表達、調整及運用情緒，持續提升個人的情緒智商，且經常

留意自我的情緒管控及維持平穩的思緒，成為學生自我情緒管理的學習榜樣與

對象，而在處理學生學習與行為問題時，態度與情緒宜保持和緩，秉持對事不

對人、盛怒之下先不處置等原則，善用正向情緒達到管教效果；（二）合理的管

教措施：導師在從事管教時，應以尊重學生的基本人權為基礎，並符應教育的

原理原則，展現教育專業的正向影響力，幫助學生明瞭及修正行為不當之處，

而所選擇的處置方式須和不良行為有合理的關聯，絕對不可用羞辱、謾罵、體

罰等不當管教方式處理，進而培養學生正確的行為和價值觀；（三）正面的班級

文化：導師在教學與班級經營過程，能用心感受學生的心理需求，對每位學生

皆能真誠關懷與付出，使其充滿希望感與自信心，並能多鼓舞且多讚賞，激勵

學生發揮長處及展現優異表現，同時能建立良好的親師生關係，使學生能在友

善互信且溫暖和樂的班級文化中持續學習與精進；（四）良善的輔助系統：導師

在輔導與管教學生時，能有一套完善的支援系統，以供教師諮詢之用，包含學

校行政系統的主動介入及支持、學校同事的相互請益與協助等；同時導師應結

合學校與家長的力量，共同討論及解決學生的問題，並考量學生興趣、性向及

能力的個別差異，在學習、生活與行為上給予充分支持及輔助，進而提升學生

各方面的表現。 

三、班級經營效能的內涵 

    教師的班級經營自然是學校重要的組織行為之一；而一位老師的班級經營

受到學校整體組織人際互動（或學校氣氛、組織文化）影響的可能性極大（林

明地，2000）。長久以來，不管是實習教師、初任教師，乃至於教學有經驗的教

師，都認為班級經營對其而言是相當重要的課題；而強化班級經營可說是有效

能教與學的重要關鍵因素（丁一顧，2011）。教師班級經營過程中，班級不良行

為的處理花費了許多時間，同時對學生學習機會產生負面影響；教師必須學習

更有效運用教學時間及各項教學資源來處理特定行為，減少學生不良行為的發

生，並且積極解決班級經營與學生的問題（Liu & Babchuk, 2018; Lopes, Sil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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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iveira, Sass, & Martin, 2017）。 

    班級經營應重視親師生之間良性關係的建立與維繫，藉由有效的經營策略

及教師的支持行為，塑造理想的學習環境，促進有效學習及達成教育目標；班

級經營的內涵主要包括班級常規、班級教學及行政表現、學習風氣、班級情境、

親師關係之經營等面向（魏惠娟，2000；Önder & Yurdagül-Önder, 2018; Steins, 
2016）。關心學生的導師能引出學生的最佳表現，而經由教師的支持與關注，能

建立彼此的信任感，有效凝聚班級的向心力，有助於班級經營效能之提升；而

其內涵包括教師教學品質、班級常規表現、學習氛圍營造、親師關係建立、班

級環境規劃等（林易萱、龔心怡，2017；Wu, Lai, Shih, & Liao, 2015）。導師應

加強班級常規管理能力，強化親師生互動關係，持續提升教學能力與表現，以

提升整體班級經營效能；而班級經營內涵廣泛而豐富，主要包含班級常規管理、

教學經營、班級氣氛營造、親師關係建立、學生學習與輔導、班級環境規劃等

（劉素倫、林清文，2007；Lebor, 2016; Long, Renshaw, & Camarota, 2018）。依

照上述專家學者的見解，本研究將班級經營效能分為五個面向，包括：（一）教

師教學表現：導師能依據課程綱要與教學目標，適當使用教材及教學媒體，並

且有效安排教學活動、教學時間與進度，同時能維持教學過程的流暢度，經由

適切的教學方式與內容，引發學生學習動機和興趣，進而幫助學生在認知、情

意和技能等面向的學習效果能有所進展；（二）班級常規實踐：導師能建立符合

班級需求的規則來規範學生，並能靈活善用班級的獎懲制度，以強化學生自我

管理能力，維持優良的班級秩序，同時能針對學生在學習、生活及行為方面的

問題進行關懷與輔導，協助學生處理及解決難題，使得每位學生的表現能達到

標準；（三）學習風氣營造：導師能營造溫暖、支持與友善的班級氛圍，強化師

生之間的密切互動與交流，建構良善的師生關係，以激發班級的向心力及歸屬

感，並且積極建立有利於學生學習、討論與分享的教學情境，讓學生能在此情

境中持續精進與成長；（四）親師關係建立：導師能有效運用溝通及聯繫管道，

與家長保持良性互動，建立互信和諧的基礎，使家長能感受到導師班級經營的

用心，進而全力支持及支援各項班級活動，並且能積極與家長共同合作，為增

進學生的學習成效及競爭優勢而努力；（五）教學環境規劃：導師能安排有助於

教學與學習的環境，包含教學情境布置、學生座位安排、學習作品展示、班級

圖書使用、教室空間配置等，使學生能在愉快舒適的環境裡進行各項學習活動，

進而充分發揮境教功能及開展學生潛能。 

四、校長教學領導、導師正向管教與班級經營效能之關聯性 

    在學校教育環境中，擔任首席教師的校長應發揮教學領導者的角色功能，

深入瞭解新課程的內容，針對導師班級經營及教學過程提供適時引導與協助，

以提升教學專業知能與實力，且能讓導師體認正向管教的重要性，經由正向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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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行為及教學影響力之展現，有效提升班級經營效能（楊振昇等，2018；
Feuerborn et al., 2018）。校長教學領導的作為與提升教與學成效有關，亦與促進

導師班級經營中的正向管教有關，同時能形塑一個有利於師生教與學的環境，

以增進學生學習成效與班級經營效能（林明地，2010；Kwan, 2016; Rombot et al., 
2015）。校長在從事教學領導時，應依據學校本身的條件與內外在環境，與成員

一起凝聚教學共識，並能協助教師改善教學品質、強化專業成長及營造支持教

學的情境，同時懂得善用適當場合與時機，讓導師理解校園正向管教的意義與

價值，並能實踐正向管教理念及關注每位學生的學習權益，讓班級經營成果能

夠充分展現出來（陳木金等，2016；Lebor, 2016; Lustick, 2017）。 

    班級導師的正向管教，應教導學生瞭解受社會認可的行為，並經常透過鼓

勵與支持，以引導學生發展正面且積極的行為；而針對實施零體罰、正向管教

的班級經營策略，應包含積極面對的態度、符合人性的觀念及合宜有效的作為

（吳清山等，2008；李玲惠，2008）。導師正向管教強調學生的基本人權，導師

本身能做好情緒管理，以積極正向的管教態度導正學生不當行為，且必須持續

學習正向管教策略，並運用在平常與學生相處及處理學生的問題上，增進班級

的凝聚力，有效提升班級經營效能（徐嘉珍，2015；Önder et al., 2018; Shih et al., 
2015）。導師應運用正向管教於班級經營，對於親師生關係、學生學習態度、行

為表現及學業成就皆有正面改善的效果，且能讓學生有機會發揮優勢潛能，找

到學習的方向與樂趣，以促進學生的自我管理及提高自我價值感，進而有效提

升學生學習成效與班級經營效能（柯至芸等，2013；Liu et al., 2018; Moore, 
Anderson, Glassenbury, Lang, & Didden, 2013）。 

    歸納前述探討結果，國民中學校長在從事教學領導的歷程當中，應以身作

則，強化個人的領導知能、本職學能及專業的教學能力，並深入瞭解新課程內

涵及教學內容，考量教師需求及內外在教學情境，具體發揮教學的影響力，積

極協助教師改善教學品質，持續促進教師專業成長，且懂得運用所學的教學新

知及教學方法，引導學校教師在信任支持、正向友善的情境及氛圍中持續學習

與精進，以提升教師教學實力，同時應秉持以學生為主體的教育理念，重視學

生的基本人權與學習權益，落實校園正向管教及零體罰的信念，並強化導師正

向管教知能，引領導師以正確的管教措施、正向的管教態度來處理及解決班級

經營上所遇到的各項問題；而班級導師應採取正向支持的作為來進行管教，與

學生共同訂定班級規範，讓他們學習到自律及自動自發的重要，並且能建立良

好的親師生互動關係，以及營造優良的班級學習風氣，進而促進學生有效學習，

持續提升班級經營效能；據此瞭解，校長教學領導、導師正向管教與班級經營

效能之間具有良好且密切的正向關聯性；校長教學領導會正面影響導師正向管

教，導師正向管教會正面影響班級經營效能，而學校校長在透過教學領導行為

以促進導師正向管教的同時，可藉由導師正向管教的中介效果，進而對班級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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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效能產生正面影響。 

 

參、研究設計與實施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架構之形成，主要係依據文獻探討的結果，歸納出國民中學校長教

學領導之發展教學目標、確保教學品質、激勵專業發展、營造合作氛圍、建立

支持情境等五個層面、導師正向管教之穩定的情緒管理、合理的管教措施、正

面的班級文化、良善的輔助系統等四個層面、班級經營效能之教師教學表現、

班級常規實踐、學習風氣營造、親師關係建立、教學環境規劃等五個層面，並

且整理出國民中學校長教學領導、導師正向管教與班級經營效能之關聯性，假

設校長教學領導對導師正向管教有直接正面影響，導師正向管教對班級經營效

能有直接正面影響，而校長教學領導會透過導師正向管教的中介效果，間接正

面影響班級經營效能；本研究建構的考驗模式圖，如圖 1 所示。另外，根據 Hayes
（2009）、Moshagen 與 Auerswald（2018）、Sobel（1982）、Zhao、 Lynch 與 Chen
（2010）的觀點和見解，進行結構方程模式（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

之整體模式適配度考驗，同時以 Sobel 檢定與拔靴法（bootstrap method）檢視

95%信賴區間（confidence intervals），分析其中介效果，主要係以導師正向管教

為中介變項，探析自變項（校長教學領導）對依變項（班級經營效能）的影響

情形。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臺灣地區 107 學年度之公立國民中學導師為母群體；依據教育部

統計處（2019）公布之「國民中學概況表（107 學年度）」，公立國民中學的班

級數為 20,898 班，其中七、八、九年級的班級數分別為 6,740 班、6,940 班、7,218
班，故共有 20,898 位導師，其中七年級導師為 6,740 位（占 32.25%）、八年級

導師為 6,940 位（占 33.21%）、九年級導師為 7,218 位（占 34.54%），如表 1 所

示；此外，將所有的公立國民中學分為北區（共 233 所，約占全部的 32.27％）、

中區（共 202 所，約占全部的 27.98％）、南區（共 219 所，約占全部的 30.33
％）及東區（共 68 所，約占全部的 9.42％），共計 722 所；並且採用分層隨機

取樣的方式抽取研究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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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國民中學校長教學領導、導師正向管教與班級經營效能關係之考驗模式 

 
 
表 1 本研究調查對象的母群體與抽樣樣本之對照 

項目 類別 母群體 預試調查對象 正式調查對象 
N % N % N % 

國民中學 
導師人數 

七年級導師 6,740 32.25% 72 32.29% 562 33.43 
八年級導師 6,940 33.21% 75 33.63% 524 31.17 

 九年級導師 7,218 34.54% 76 34.08% 595 35.40 
 

    在預試調查對象上，共抽取 60 所國民中學（北區 19 所，中區 17 所，南區

18 所，東區 6 所），每所發 5 份問卷，共發放 300 份，回收樣本 236 份，回收

率為 78.67%，有效樣本為 223 份，有效樣本回收率為 74.33%，如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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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七年級導師為 72 位（占 32.29%）、八年級導師為 75 位（占 33.63%）、九

年級導師為 76 位（占 34.08%），如表 1 所示，與母群體各年級導師人數所占的

比例相一致，具備抽樣之代表性。在正式調查對象上，共抽取 200 所國民中學

（北區 64 所，中區 56 所，南區 61 所，東區 19 所）；接著，按照抽取國中之學

校規模，24 班以下的國中有 58 所，每所抽 5 位導師，25 至 48 班的國中有 69
所，每所抽 10 位導師，49 班以上的國中有 73 所，每所抽 15 位導師；共計抽

取 2,075 位導師，發放 2,075 份問卷，回收樣本 1,739 份，回收率為 83.81%，

有效樣本為 1,683 份，有效樣本回收率為 81.11%，如表 2 所示；而正式問卷施

測之有效樣本資料，如表 3 所示；其中七年級導師為 562 位（占 33.43%）、八

年級導師為 524 位（占 31.17%）、九年級導師為 595 位（占 35.40%），如表 1
所示，與母群體各年級導師人數所占的比例相近似，具備抽樣之代表性。 

 

表 2 問卷回收情形統計 

項目 發放 
問卷數 

         回收問卷數        
有效問卷  無效問卷  小計 

回收率 
（％） 

有效樣

本回收

率（％） 
 預試對象  300   223 13 236   78.67 74.33 

正式調查對象 2,075 1,683 56  1,739 83.81 81.11 

三、研究工具 

    本研究依據研究目的及有關文獻資料，發展「國民中學校長教學領導、導

師正向管教與班級經營效能調查問卷」；填答與計分方式係採用李克特氏

（Likert）五點量表，得分愈高，代表該變項之表現愈佳。問卷初稿編擬後，為

提高各題目語意的正確性及其所屬測量層面的適當與否，透過立意取樣方式，

選取在教學領導、正向管教、班級經營、學校行政等領域有相關研究的大學校

院教授 10 位，以及在領導或教學領域上有傑出表現，具備相關實務經驗之學校

實務工作者 10 位，包括：國民中學校長 2 位、主任 2 位、組長 2 位及導師 4
位，合計 20 位專家進行問卷審題，用以建構問卷的內容效度；根據專家的意見

增刪及修正題目後，形成預試問卷；在預試問卷回收之後，從事項目分析，問

卷題目的決斷值皆達 5.00 以上、r 值及修正題項與總分相關值都大於.50，所以

先不刪除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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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正式問卷施測之有效樣本基本資料摘要                   （N = 1,683） 

變項 類別 有效樣本 
N % 

導師性別 男 685 40.77 
女 995 59.23 

擔任職務 七年級導師 562 33.43 
八年級導師 524 31.17 

 九年級導師 595 35.40 
最高學歷 博士 31  1.84 

學士 679 40.34 
碩士 973 57.81 

服務年資 未滿 10 年 652 38.76 
滿 10 年以上至未滿 20 年 710 42.21 
滿 20 年以上 320 19.02 

    在項目分析之後，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採用共同因素分析之主軸因素法

抽取因素，經過 Oblimin 斜交轉軸後，選取特徵值大於 1 的因素；在校長教學

領導問卷上，將因素負荷量較低的 4 個題目刪除之後，總題數為 21 題，並抽

取出五個因素，為「發展教學目標」、「確保教學品質」、「激勵專業發展」、「營

造合作氛圍」及「建立支持情境」，特徵值均大於 1，累積的解釋變異量為

73.63%；各層面之 Cronbach α 係數分別為.91、.92、.89、.85、.88；整體之 Cronbach 
α 係數為.95；在導師正向管教問卷上，將因素負荷量較低的 4 個題目刪除之後，

總題數為 16 題，並抽取出四個因素，為「穩定的情緒管理」、「合理的管教措施」、

「正面的班級文化」及「良善的輔助系統」，特徵值均大於 1，累積的解釋變異

量為 68.55%；各層面之 Cronbach α 係數分別.88、.91、.87、.89；整體之 Cronbach 
α 係數為.93；在班級經營效能問卷上，將因素負荷量較低的 6 個題目刪除之後，

總題數為 19 題，並抽取出五個因素，為「教師教學表現」、「班級常規實踐」、「學

習風氣營造」、「親師關係建立」及「教學環境規劃」，特徵值均大於 1，累積的

解釋變異量為 71.68%；各層面之 Cronbach α 係數分別.92、.89、.90、.91、.86；
整體之 Cronbach α 係數為.94；由此得知，本研究工具之信度和效度良好。 

四、資料處理 

    根據相關文獻和研究，本研究歸納出問卷的層面及題目，在問卷回收之

後，運用 SPSS 13.0 for Windows 及 AMOS 22.0 統計套裝軟體進行各項統計分

析；本研究先進行信度與效度分析，以瞭解問卷內容之品質；接著，探析國民

中學校長教學領導、導師正向管教與班級經營效能的現況及其相關程度；就相

關強度而言，係依據邱皓政（2002）提出的標準，相關係數.40-.69 間屬於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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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70-.99 間屬於高度相關；最後，採用結構方程模式之統計分析，從事資

料常態性檢定、適配度考驗、參數估計、整體中介模式之分析與驗證。 

 

肆、研究結果分析與討論 
一、校長教學領導、導師正向管教與班級經營效能之現況及相關

分析 

（一）校長教學領導現況及其與導師正向管教之相關分析 

    從表 4 得知，國民中學導師知覺「校長教學領導」的整體平均數為 3.85，
係屬中高程度；在分層面中，以「確保教學品質」（M =3.90）得分最高，「建立

支持情境」（M =3.78）得分最低。另外，校長教學領導整體與導師正向管教整

體呈現高度正相關且達顯著（r = .80***, p < .001），顯示校長教學領導程度愈佳，

其導師正向管教愈良好。校長教學領導整體與導師正向管教各層面的相關係數

介於.74-.77 之間，呈現高度正相關；校長教學領導各層面與導師正向管教整體

的相關係數介於.75-.80 之間，呈現高度正相關。由此瞭解，校長教學領導與導

師正向管教之間呈現顯著高度正相關，顯示國民中學校長教學領導程度愈良

好，導師正向管教的表現愈佳。 

（二）導師正向管教現況及其與班級經營效能之相關分析 

    從表 5 發現，國民中學導師知覺「導師正向管教」的整體平均數為 3.86，
係為中高程度；在分層面中，以「正面的班級文化」（M =3.92）得分最高，「合

理的管教措施」（M =3.81）得分最低。此外，導師正向管教整體與班級經營效

能整體呈現中度正相關且達顯著（r = .88***, p < .001），顯示導師正向管教程度

愈佳，其班級經營效能愈良好。導師正向管教整體與班級經營效能各層面的相

關係數介於.82-.85 之間，呈現高度正相關；導師正向管教各層面與班級經營效

能整體的相關係數介於.81-.85 之間，呈現高度正相關。由此可知，導師正向管

教與班級經營效能之間呈現顯著高度正相關，顯示國民中學導師正向管教程度

愈良好，其班級經營效能則愈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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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校長教學領導現況與導師正向管教之相關係數摘要 

 

導師正向管教 

校長教學領導 
發展教 
學目標 

確保教 
學品質 

激勵專 
業發展 

營造合 
作氛圍 

建立支 
持情境 

校長教學 
領導整體 

穩定的情緒管理 .73*** .71*** .77*** .77*** .76*** .77*** 

合理的管教措施 .69*** .68*** .73*** .74*** .73*** .74*** 

正面的班級文化 .70*** .74*** .75*** .77*** .73*** .76*** 

良善的輔助系統 .71*** .70*** .75*** .76*** .73*** .75*** 

導師正向管教整體 .75*** .75*** .79*** .80*** .78*** .80*** 

平均數 3.87 3.90 3.82 3.84 3.78 3.85 

標準差  .73  .76  .75  .74  .75  .72 

*** p < .001 

 

表 5 導師正向管教現況與班級經營效能之相關係數摘要 

 

班級經營效能 

導師正向管教 
穩定的 

情緒管理 
合理的 
管教措施 

正面的 
班級文化 

良善的 
輔助系統 

導師正向 
管教整體 

教師教學表現 .78*** .80*** .76*** .77*** .82*** 

班級常規實踐 .78*** .83*** .80*** .79*** .84*** 

學習風氣營造 .82*** .80*** .78*** .79*** .85*** 

親師關係建立 .80*** .80*** .75*** .75*** .82*** 

教學環境規劃 .81*** .81*** .75*** .77*** .83*** 

班級經營效能整體 .84*** .85*** .81*** .82*** .88*** 

平均數 3.84 3.81 3.92 3.86 3.86 

標準差  .63  .61  .61  .62  .59 

*** p < .001 

（三）班級經營效能現況及其與校長教學領導之相關分析 

    從表 6 得知，國民中學導師知覺「班級經營效能」的整體平均數為 3.85，
係屬中高程度；在分層面中，以「班級常規實踐」（M =3.93）得分最高，「親師

關係建立」（M =3.75）得分最低。另外，班級經營效能整體與校長教學領導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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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呈現高度正相關且達顯著（r = .79***, p < .001），顯示班級經營效能程度愈佳，

其校長教學領導愈良好。班級經營效能整體與校長教學領導各層面的相關係數

介於.73-.79 之間，呈現高度正相關；班級經營效能各層面與校長教學領導整體

的相關係數介於.72-.82 之間，呈現高度正相關。由此得知，班級經營效能與校

長教學領導之間呈現顯著高度正相關，顯示國民中學班級經營效能愈良好，其

校長教學領導表現愈佳。 

 
表 6 班級經營效能現況與校長教學領導之相關係數摘要 

 

校長教學領導 

班級經營效能 
教師教 
學表現 

班級常 
規實踐 

學習風 
氣營造 

親師關 
係建立 

教學環 
境規劃 

班級經營

效能整體 
發展教學目標 .71*** .70*** .78*** .68*** .72*** .76*** 

確保教學品質 .69*** .69*** .75*** .65*** .70*** .73*** 

激勵專業發展 .74*** .72*** .82*** .72*** .74*** .79*** 

營造合作氛圍 .74*** .74*** .80*** .70*** .75*** .79*** 

建立支持情境 .71*** .69*** .79*** .71*** .73*** .77*** 

校長教學領導整體 .74*** .73*** .82*** .72*** .75*** .79*** 

平均數 3.88 3.93 3.87 3.75 3.84 3.85 

標準差  .64  .63  .66  .62  .64  .60 

*** p < .001 

 

二、校長教學領導、導師正向管教與班級經營效能之關聯性分析 

（一）資料常態性檢定 

    在進行結構方程模式（SEM）分析前，需先檢測樣本是否符合多變量常態

分配（McDonald & Ho, 2002）。由表 7 得知，各觀察變項的偏態值介於.28 ~ -.35，
峰度值介於.78 ~ -.62；此結果符合 Kline（1998）提出的標準，偏態值應在 ± 3 
之下，峰度值應在 ± 10 之下，更符合 Mardia（1985）的見解，偏態與峰度係

數應介於 ± 2；顯示觀察變項在偏態和峰度的值，均符合常態分配，可運用最

大概似估計法（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ML）進行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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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資料常態性檢定之結果摘要 

量表 變項 平均數 標準差 偏態 峰度 

校長教學領導 發展教學目標 3.87 .73 .28 -.32 

 確保教學品質 3.90 .76 -.22 -.62 

 激勵專業發展 3.82 .75 .19 -.39 

 營造合作氛圍 3.84 .74 -.18 -.35 

 建立支持情境 3.78 .75 -.15 -.31 

導師正向管教 穩定的情緒管理 3.84 .63 .14 -.42 

 合理的管教措施 3.81 .61 -.09 -.20 

 正面的班級文化 3.92 .61 .22 -.08 

 良善的輔助系統 3.86 .62 -.17 -.34 

班級經營效能 教師教學表現 3.88 .64 .20 .28 

 班級常規實踐 3.93 .63 -.19 .05 

 學習風氣營造 3.87 .66 -.30 .10 

 親師關係建立 3.75 .62 .03 -.18 

 教學環境規劃 3.84 .64 -.35 .78 

 

（二）模式整體適配度之分析 

在模式適配度之評鑑指標上，本研究係根據 Hair、Black、Babin 與 Anderson
（2010）、McDonald 與 Ho（2002）、Moshagen 與 Auerswald（2018）、Perry、
Nicholls、Clough 和 Crust（2015）等的看法，從絕對適配指標、相對適配指標

及簡效適配指標來評估模式整體適配度。由表 8 瞭解，從絕對適配指標來看，χ2 
＝1407.90，達顯著水準，卡方檢定結果不符要求；可能係樣本數較大（N=1,683）
所造成，因此，在模式適配度評估時，採用 Bollen 與 Stine（1992）的 bootstrap 
p 值校正法（Bollen-Stine 拔靴法），重複抽樣 2 千次樣本，用以校正 χ2 及配適

度指標；校正之後，χ2 ＝78.75，未達顯著水準，符合要求；而在校正前後均

符合模式評估標準者有：絕對適配指標的 GFI、AGFI、相對適配指標的 NFI、
NNFI、RFI、IFI、CFI、簡效適配指標的 PGFI、PNFI、PCFI；在校正後符合模

式可接受的標準者有：絕對適配指標的 RMSEA、簡效適配指標的 χ2/df；故整

體模式的適配情形頗佳，此理論模式可用以解釋實際觀察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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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模式整體適配度之分析摘要 

整體適配指標 評估標準 ML estimates Bollen-Stine 
bootstrap method 

適配情形 

絕對適配指標     

χ2 未達顯著 1407.90*** 78.75（p=.331） 符合 

GFI ＞.90 .89 .99 符合 

AGFI ＞.90 .84 .99 符合 

RMSEA ＜.08 .10 .01 符合 

相對適配指標     

NFI ＞.90 .97 .99 符合 

NNFI ＞.90 .96 .99 符合 

RFI ＞.90 .96 .99 符合 

IFI ＞.90 .97 .99 符合 

CFI ＞ .90 .97 .99 符合 

簡效適配指標     

PGFI ＞.50 .63 .98 符合 

PNFI ＞.50 .78 .81 符合 

PCFI ＞.50 .78 .81 符合 

χ2/df ＜ 3 19.03 1.06 符合 
***p < .001 

（三）整體中介效果模式之分析 

本研究以整體導師正向管教為中介變項，探討其在校長教學領導影響班級

經營效能的歷程中所產生之中介效果。由圖 2 及表 9 發現，在校長教學領導對

導師正向管教之直接影響關係中，估計結果達顯著水準（γ21= .83, t = 48.31, p 
< .001），顯示出校長教學領導愈佳的學校會有愈好的導師正向管教；在導師正

向管教對班級經營效能之直接影響關係中，估計結果達顯著水準（β21 = .76, t = 
32.38, p < .001），顯示出導師正向管教愈佳的學校會有愈高的班級經營效能；

在校長教學領導對班級經營效能之直接影響關係中，估計結果達顯著水準

（γ11= .18, t = 8.56, p < .001），顯示出校長教學領導較佳的學校會有較高的班級

經營效能。據此得知，校長教學領導對班級經營效能影響的直接效果值為.18；
校長教學領導對導師正向管教影響的直接效果值為.83；導師正向管教對班級經



專論 

 

 234 

營效能影響的直接效果值為.76；而校長教學領導對班級經營效能影響的總效果

值為.81，包含直接效果值.18 及間接效果值.63，其中介作用的間接效果明顯大

於直接效果。 

 

 

圖 2 整體中介效果模式之標準化參數估計值（all p <.001） 

 

表 9 整體中介模式之估計參數摘要 
參數 標準化參數值 標準誤 t 值/BC 95% CI 
γ11 .18 .02  8.56*** 
γ21 .83 .01 48.31*** 
β21 .76 .02 32.38*** 

γ21 × β21 .63 .02     .58 ~ .66 

***p < .001 

β21 = .76 γ21 =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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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長教學領導透過導師正向管較對班級經營效能之間接影響關係中，係

以 Bootstrap 法檢驗此間接效果的顯著性，經由 2,000 個重複抽樣的樣本，建立

此間接效果（bias-corrected, BC）之信賴區間，如果 95%信賴區間未經過 0，表

示此間接效果達顯著，其中介效果之假設得到驗證（Shrout & Bolger, 2002）。
結果顯示總間接效果的 Bootstrap BC 95%信賴區間介於.58~ .66，信賴區間未經

過 0，而總間接效果值.63 是達顯著的，故整體中介效果獲得驗證。 

由表 10 得知，本研究三個潛在變項的建構信度（construct reliability, CR）
分別為.98、.96 和.97，皆達到.60 以上之標準（Fornell & Larcker, 1981），表示

具有良好的建構信度；在聚合效度方面，所有觀察變項與對應的潛在變項之標

準化因素負荷量（λ）介於.91 到.98 之間，所有觀察變項皆達到高於.70 之標準

（Bagozzi & Yi, 1988），顯示所有觀察變項皆反應其所建構的潛在變項。此外，

潛在變項的平均變異抽取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分別為.92、.86
和.88，皆超過.50 的標準（Fornell et al., 1981），表示潛在變項受到觀察變項之

貢獻較誤差之貢獻量來得多，具有良好的聚合效度。 

表 10 整體中介模式估計參數之顯著性考驗及信效度摘要 

參數 標準化參數值 標準誤 t 值 建構信度 
（CR） 

平均變異
抽取量
（AVE） 

λ11 .95 --- --- .98 .92 
λ21 .93 .01 78.92***   
λ31 .98 .02 105.56***   
λ41 .98 .01 106.03***   
λ51 .96 .01 91.79***   
λ12 .94 --- --- .96 .86 
λ22 .94 .01 77.04***   
λ32 .91 .02 70.18***   
λ42 .91 .01 70.35***   

λ13 .94 --- --- .97 .88 
λ23 .95 .01 81.24***   
λ33 .93 .02 74.41***   
λ43 .93 .01 75.65***   
λ53 .94 .01 78.02***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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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綜合討論 

本研究發現國民中學導師知覺校長教學領導、導師正向管教、班級經營效

能的整體及分層面的表現為中高程度；校長教學領導層面係以確保教學品質表

現最佳，而建立支持情境表現相對較差，此結果與 Hallinger 等人（2017）、Harris
等人（2017）、Shengnan 與 Philip（2018）的看法相似，此係可能因為校長多數

時間主要在處理校內各項行政事務，長年在學校行政領域歷練，對於教學領導

中支持情境之建立較缺乏實務經驗所導致；導師正向管教層面係以正面的班級

文化表現最佳，而合理的管教措施表現相對較差，此結果與曾端真（2011）、盧

玉燕等人（2016）、Feuerborn 等人（2018）的見解相近，為增進導師正向管教

能力，應特別重視合理管教措施之運用；班級經營效能層面以班級常規實踐表

現最佳，而親師關係建立表現相對較差，此結果與丁一顧（2011）、Liu 與 Babchuk
（2018）、Steins（2016）的看法相近，為持續提升班級經營效能，應加強良善

親師關係之建立。另外，有關所有導師知覺校長教學領導、導師正向管教與班

級經營效能之相關程度，就整體而言，三個變項的相關係數值介於.79-.88 之間，

而各層面的相關係數介於.72-.85 之間，均呈現顯著高度正相關。從結構模式檢

驗結果而言，在直接效果模式上，校長教學領導可直接正面影響班級經營效能；

而在中介效果模式上，校長教學領導可正面顯著影響導師正向管教，導師正向

管教亦可正面顯著影響班級經營效能，且校長教學領導會經由導師正向管教，

對班級經營效能產生正面顯著影響，亦即導師正向管教在校長教學領導與班級

經營效能之間確實具有顯著中介效果。上述研究結果與 Ali（2017）、Lebor
（2016）、Liu 與 Babchuk（2018）、Ramazan 與 Hanifi（2018）、Rombot 等人

（2015）、Shengnan 與 Philip（2018）提出的看法相符合，認為學校教學領導者

能夠有效發揮教學的影響力及具體展現專業的領導力，包含教學願景與目標之

確立、教學品質之持續提升、專業發展與成長之促進、信任及合作氛圍之營造

等，同時能夠引領導師在班級經營與教學過程中，積極運用正向管教的理念與

作為，有效處理及解決學生在學習、生活及行為上的問題，讓學生能在友善及

支持的教學情境中持續學習與向上發展；亦與吳清山與林天祐（2008）、李安明

等人（2011）、林明地（2000）、柯至芸與吳俊憲（2013）、楊振昇等人（2018）
的觀點相近似，在歸納整理後得知：在學校或班級情境之中，校長教學領導、

導師正向管教與班級經營效能彼此之間的關聯緊密；身為學校教學領導者，是

具備教學實力及專業本職學能的領導人物，若能具體落實教學領導策略，同時

能推動友善校園理念，引領導師展現合理管教作為，正向經營所處的班級情境，

避免任何不當管教事件發生，將對學生有效學習之促進及班級經營效能的提升

有正面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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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國民中學校長教學領導層面在「確保教學品質」、導師正向管教

層面在「正面的班級文化」、班級經營效能層面在「班級常規實

踐」有較佳的表現 

依據研究結果瞭解，國民中學導師知覺校長教學領導層面中，以「確保教

學品質」表現最佳，其他依序為「發展教學目標」、「營造合作氛圍」、「激勵專

業成長」，而「建立支持情境」表現較弱。導師正向管教層面中，以「正面的班

級文化」表現最佳，其他依序為「良善的輔助系統」、「穩定的情緒管理」，而「合

理的管教措施」表現較弱。班級經營效能層面中，以「班級常規實踐」表現最

佳，其他依序為「教師教學表現」、「學習風氣營造」、「教學環境規劃」，而「親

師關係建立」表現較弱。此乃顯示為增進教學領導成效，國民中學校長在建立

支持情境上需有更多作為；為促進導師正向管教，應積極運用合理的管教措施；

而要有效提高班級經營效能，學校及導師應共同努力強化親師關係之建立。 

（二）國民中學校長教學領導、導師正向管教與班級經營效能彼此之間

具有密切關聯性 

歸納研究結果分析，國民中學校長教學領導、導師正向管教與班級經營效

能三者之間呈現顯著的正相關，而國民中學校長教學領導、導師正向管教與班

級經營效能各層面之間亦呈現顯著的正相關。依此而言，國民中學校長教學領

導、導師正向管教與班級經營效能三者彼此之間具有密切關聯性。 

（三）國民中學校長教學領導對導師正向管教及班級經營效能的影響有

顯著直接效果，導師正向管教對班級經營效能的影響亦有顯著直

接效果 

本研究結果顯示，國民中學校長教學領導對班級經營效能影響的直接效果

值為.18；校長教學領導對導師正向管教影響的直接效果值為.83，無間接效果

值，所以其影響的總效果值為.83，顯示校長教學領導對導師正向管教有顯著直

接效果；導師正向管教對班級經營效能影響的直接效果值為.76，無間接效果

值，所以其影響的總效果值為.76，顯示導師正向管教對班級經營效能有顯著直

接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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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國民中學校長教學領導會透過整體導師正向管教之中介作用，正

面影響班級經營效能 

整理研究結果發現，國民中學校長教學領導對班級經營效能影響的總效果

值為.81，包含直接效果值.18 及間接效果值.63，其中介作用之間接效果明顯大

於直接效果，顯示國民中學校長教學領導對班級經營效能的影響有顯著總效

果，而校長教學領導會透過整體導師正向管教之中介作用，正面影響班級經營

效能，亦即國民中學導師正向管教是校長教學領導影響班級經營效能歷程的催

化劑，所以校長在推展教學領導之際，若能結合導師正向管教的實施，將更有

助於提升班級經營效能。 

二、建議 

（一）積極建立支持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的情境，持續增進校長教學領

導成效 

根據研究結論顯示：國民中學校長教學領導會直接影響導師正向管教及班

級經營效能，而在校長的教學領導中「建立支持情境」之表現較弱。依此而論，

要持續增進校長的教學領導成效，必須先從建立支持教與學的情境著手；因此，

建議國民中學校長應積極向教育行政機關申請經費及爭取各項資源，投入於教

師教學與學生學習情境的改善，並且運用適當時機及場合，深入瞭解教師教學

需求及學生學習期待，給予實質幫助與支援，讓學校的師生能夠在信任、支持

及友善的校園環境中持續精進與成長。 

（二）善用合理的管教措施及強化親師互動關係，有效提升班級經營效

能 

根據研究結論指出：國民中學導師正向管教歷程，「合理的管教措施」有得

分較低的現象，且導師正向管教對班級經營效能的影響有顯著直接效果，而導

師知覺班級經營效能層面之「親師關係建立」表現較弱；因此，國民中學導師

應善用合理的管教措施，以尊重學生的基本人權為基礎，發揮教育專業影響力，

協助學生真正瞭解及修正行為不當之處，例如：導師在進行管教時，會讓學生

知悉錯誤行為之處及其改進方法；會經常提醒學生為自己的行為負責，並展現

良好的言行舉止；會落實校園零體罰的理念，嚴禁用體罰的方式來處置犯錯的

學生；懂得運用行為改變技術來處理及解決學生的問題，並培養學生正確的觀

念與行為；另外，導師應重視親師互動關係之強化，針對學生的在校情形，常

透過聯絡簿、電話或網路平台等，主動與學生家長聯繫及溝通，充分交換意見，

並尋求解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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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動參與教學領導、正向管教與班級經營相關學習活動，以強化

本職學能 

根據研究結論，校長教學領導、導師正向管教與班級經營效能之間呈現顯

著正相關；而且校長教學領導對導師正向管教與班級經營效能的影響有顯著直

接效果。此乃顯示，校長教學領導在促進導師正向管教及提升班級經營效能扮

演者重要角色；換言之，積極強化教學領導的功能，有助於激發正向管教和提

升班級經營效能；因此，建議國民中學校長及導師應主動參與教育行政機關或

地方政府研習單位所辦理有關教學領導、正向管教與班級經營工作坊或研習活

動，以強化專業知能及本職學能；並且學校可主動辦理教學領導、正向管教與

班級經營關聯性探討之學術或實務取向研討會及相關分享活動，以累積相關理

論與實務經驗。 

（四）持續探究校長教學領導影響班級經營效能之其他中介變項，以利

完整理解校長教學領導與班級經營效能之關聯性 

根據研究結論，國民中學校長教學領導會透過整體導師正向管教之中介作

用，正面影響班級經營效能；據此而言，國民中學校長的教學領導，經由導師

正向管教，對班級經營效能具有正向影響力，得到研究證實；但須更深一層思

考，除了導師正向管教在校長教學領導與創新經營效能之間具有中介效果，是

否還有其他的中介因素或影響變項？例如：導師教學風格、情緒管理、組織承

諾、專業學習社群、教師文化、課程統整、知識管理、創新教學、翻轉教學、

專業發展等，亦是具價值性且值得探討的研究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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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Principals’ Instructional Leadership, 

Homeroom Teachers’ Positive Discipline 
and Classroom 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in Junior High Schools 
 

Hsieh-Chih Lai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twelve-year basic education which focused on the 
planning and execution of the new curriculum guidelines, the principals should show 
the influence of instructional leadership to guide homeroom teachers to cultivate the 
knowledge and ability of positive discipline, and to improve their teaching strength 
in junior high schools to enhance students’ learning and class management. The 
main purposes of this research were to explore the current circumstances and 
relationships among principals’ instructional leadership, homeroom teachers’ 
positive discipline and classroom 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in junior high schools. 
The data were analyzed by using mediated-effects model. The conclusions were as 
follows. The performance was high in “ensuring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of 
principals’ instructional leadership, “positive classroom culture” of homeroom 
teachers positive discipline, and “the practice of classroom routine” of classroom 
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The significant correlations among the three variables 
above were found, and data fit mediated-effects mode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incipals’ instructional leadership and classroom 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was 
mediated by homeroom teachers’ positive discipline. 

Keywords: principals’ instructional leadership, homeroom teachers’ positive         
discipline, classroom 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junior high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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